
近年来，口述史成为学界甚为活跃
的前沿研究领域，吸引了多学科、多领
域人士的广泛参与。口述历史是通过访
谈记录和保存个人记忆与经历来研究历
史的方法，可弥补传统文献史料的不
足，提供更加丰富的历史细节，让历史
更加生动鲜活。

传统历史文献记载人物和领域等史
实有限，且多为静态史料，厚重有余生
动不足，口述历史则可保存鲜活的个体
记忆，填补传统书籍等历史记录的空
白。此外，传统历史记载多关注重大题
材，惯于宏大历史叙事，许多微小的历
史事件未被文献记载。口述历史恰恰可
以通过个体亲历者的讲述补充这些缺失
的视角，揭示被忽视的历史微观侧面，
提供传统史料难以提供的生动细节。

从这个意义上讲，口述历史可为致
力于以小见大的微观史研究提供宝贵资
料，通过日常生活、情感体验等个体记
忆折射宏观历史进程，通过个人小故事
反映时代洪流的大变迁。当前以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为代表的“四史”领域的口述历史成
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其中有许多重大历
史题材需要通过口述访谈，从微观层面
的个体经历与亲身感受予以记录和呈
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再到改革开放时期

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诸多重大事
件，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
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都可从微
观记忆来反映宏大历史，通过个体生命
叙事丰富单纯的相关政策文件和史书的
记载。

口述历史另外一个重要作用是保存
濒危历史记忆，实现对一些重大历史事
件的抢救性记录。如对目前还在世的老
红军、抗战老兵、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抗美援朝老兵以及年迈的著名自然科学
家、社会科学家，进行口述访谈获取其
记忆，可以保留中华民族的珍贵记忆，
具有重要的存史功能。

口述历史还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与发展，特别是之前社会关注
较少的无文字传统的文化，如少数民族
口传史诗、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通过口述访谈保留这些历史文化资料，
亦尤为重要。目前山东、浙江、北京、
江苏等地都陆续出版了一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的口述历史丛书，引起社会
广泛关注。

此外，口述历史还具有实现“人人
参与记录历史”的独特价值。口述历史
将“人”置于历史中心，赋予历史多元
视角，通过亲历者有血有肉的讲述增强
历史感染力，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达
到身临其境之感，从而呈现更多的历史
温情，增强普通大众对历史的兴趣。口

述历史可以让普通民众真正进入历史，
通过个人视角揭示被宏观历史叙事所忽
略的“小历史”，带有鲜明的大众化特
征。近年来，在地方史、村史、家族史
等乡土历史的建构中，对相关人士的口
述访谈，使得大众对历史的参与感和认
同感大为提升。

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的飞速发
展，为口述历史的开展带来了极大的便
利，让口述历史的呈现方式更加生动鲜
活、传播载体更加丰富多元。随着新媒
体技术的不断完善，口述访谈形成的录
音、录像等史料载体，能保留声音、表
情、肢体语言等非文字信息，可以充分
还原历史现场感。在口述历史访谈的提
纲设计、访谈资料的转化、后期整理及
保存，以及利用口述史料开展研究等方
面，研究者都可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平台
辅助进行，降低了参与口述历史的门
槛。比如，在访谈前，利用大语言模型
对访谈内容的相关史料进行信息检索与
分析，可快速帮助访谈者获得对访谈对
象的初步认知，提出针对性的访谈问
题。同时，在口述历史作品的传播利用
方面，还可充分借助网站、微信公众
号、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广泛传
播，最大限度地扩大口述历史作品的社
会影响。

近年来，我国的口述历史呈现蓬勃
发展之势，口述历史的学科体系、学术

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快速发展，口述历
史研究领域日益拓宽，访谈对象的身份
日趋多元。文学、科学、艺术、体育、
旅游、建筑、教育等专题口述历史，以
及工人、教师、艺术家、妇女、记者等
不同社会群体的口述访谈，成为口述历
史的重要研究领域。与此同时，社会各
界进行了大量口述访谈工作，生动展现
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丰富面貌。目前
全国各行各业已完成访谈的口述史料，
各地一些图书馆或档案馆也开始收藏利
用。如国家图书馆的“中国记忆”项
目，已保留了大量的现当代重大事件、
重要人物专题的口述史料。

由上可知，不论是记录个体在历史
事件中的亲身经历与切身感受、对濒危
历史记忆的抢救性记录，抑或实现“人
人参与记录历史”，还是在各个领域的
日益拓宽、访谈对象身份的日趋多元，
口述历史这些独特功用和广泛应用无疑
都有益于为历史研究提供生动鲜活的宝
贵史料。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口述历
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 张德明

口述史让历史更加丰富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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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地处中南半岛，为东
南亚地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
一。在中国古代汉籍中，关于柬
埔寨有多种称谓记载，如扶南、
真腊、吉蔑、文单与甘孛智等，
明代正式将其称为“柬埔寨”，
一直沿用至今。自汉代起，中国
便与柬埔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互
通有无、相互来往，这些交往见
证了中柬两国绵延不绝的千年
友谊。

中国与柬埔寨的海上交通早
在汉代就已形成，《汉书·地理
志》曾记载汉使远航至印度黄支
等地，“自日南障塞、徐闻、合
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
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
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
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
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
国”，显示中国与东南亚、印度
等地已有海上交通可以通达，此
时海上贸易多由东南亚与印度等
地商人入华经营。柬埔寨地处中
印海上航线中间地段，扼守海上
交通要道，在途经中南半岛与马
来半岛的航线中有着重要地位，
并与中国交往日渐密切。

1 世纪柬埔寨扶南王国兴
起，开地五六千里，扶南及其所
属国珍物宝货无所不有。三国时
期，中国与柬埔寨交往日益密
切。吴国孙权积极发展与东南亚
诸国关系，《梁书·海南诸国
传》记载：“海南诸国大抵在交
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及吴孙
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
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
数十国，因立记传。”孙权派遣
朱应与康泰出使扶南，得到了当
时的扶南国王范寻热情接待，中
国与柬埔寨缔结了友好邦交。同
时，朱应、康泰分别著书《扶南
异物志》《吴时外国传》，对古代
柬埔寨以及东南亚诸地历史风
貌、人文社会等进行了详细记
载。虽然这两本书原书佚失，但
从《水经注》《梁书》《隋书》等
书中可管窥一斑，为了解中国与
柬埔寨的交往历史留下了珍贵的
文献史料。同时，扶南频向中国
遣使开展友好外交往来，如扶南
国王范旃赤乌六年（243 年）十
二月派遣使节来华。南齐永明二
年 （484 年）、梁天监二年 （503
年）与十八年（519年），扶南亦
纷纷遣使入华。

7 世纪初，扶南被其属国真
腊占领，柬埔寨进入真腊王国时
期，立国长达 1000年，7—16世
纪经历早期真腊、吴哥王朝和晚
期真腊 3个时期。汉籍记载真腊
其地接占城之南、南临三佛齐、
东至海，有城围七十余里，石河
二十余丈，战象四十余万，宫殿
三十余所，极其壮丽，为周围诸
国之都会。

唐代中国与海外诸地交通联
系更为密切，唐代贾耽所记“广
州通海夷道”亦途经越南、柬埔
寨、马来西亚等东南亚诸地。隋
唐时期，真腊与中国交往密切，
在建国不久真腊即于隋大业十三
年（617 年）遣使来中国。唐代
从立国以来直到唐中期安史之
乱，真腊遣使来华不断，并多次
贡献善舞的白象。其中“大历
（766至 779年）中，副主婆弥及
妻来朝，献驯象十一；擢婆弥试
殿中监，赐名宾汉”，这里的“宾
汉”即“中国上宾”的意思。

宋元时期，随着中国海外贸
易勃兴，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历久
弥新、迅猛发展，达到了古代高
峰。此时，中国与真腊的海外贸
易联系较之以往空前密切，真腊
扼海上交通之咽喉，北距占城半
月余，西南距暹罗半月程，南距
广州十日可到。从广州、泉州出
发的海舶迎东北季风之便，过七
洲洋、交趾洋至占城、真腊、三
佛齐、锡兰、阇婆、渤泥、故
临、大食等地，中国诸市舶司亦
在每年十月份东北季风来临之
时，犒劳蕃商并遣之出海贸易。
其中真腊为中国商船的重要目的
地之一，在泉州西南诸国，近处
以占城、真腊为诸国都会，泉州
与西南诸国贸易也以占城和真腊
为主。简而言之，在当时中国与
中南半岛诸地的贸易中，真腊为
重要的核心地区之一。

元朝与真腊也交往甚密。元
贞元年（1295年）元成宗遣使出
使真腊，周达观随从前往。周达
观在真腊期间，遍访各地风土人
情，并以其见闻著成《真腊风土
记》一书。周达观在书中详细记
载了真腊的风土人情、物产习俗
等。关于真腊贸易物资，周达观

记其地产象牙、暂速细香、粗熟

香、翠毛、番油、姜皮、金颜

香、苏木、生丝、棉布等物，用

金银、瓷器、假锦、凉伞、皮

鼓、酒、糖等物品。值得注意的

是，周达观对真腊的贸易及其地

华人也有详细的记载，其称真腊

国人尤其是妇人皆善贸易，小笔

交易则以米布，大笔交易则用金

银交易，所以很多前往真腊的中

国商人为贸易之便，多娶当地妇

人为妻，有些甚至长期居留此

地，在当地娶妻生子，并最早在

该地形成了华人侨居之地。当地

人十分欢迎中国商人，愿意与中

国商人贸易，尤其喜欢中国铜

钱、金银器皿、瓷器、丝绸、水

银、硫黄等物，泉州所产青瓷在

该地尤受欢迎、销量甚大。周达

观的记载鲜明地呈现了中国与柬

埔寨人民历史上友好贸易交往的

状态，为认识中柬友好交往历史

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史料。

时至明代，明廷奉行睦邻和

平策略，以“德”怀柔万国，强

调“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

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

者，不可辄自兴兵”。在明初所

定的“十五不征夷国”的名单

中，真腊即在其中。同时，明廷

将真腊纳入以和平互利为主要特

征的朝贡体系。相较于占城、暹

罗与安南三国明确规定为三年一

贡，虽然明廷对真腊并未规定具

体的贡期，但是据统计明代真腊

向明廷遣使贡奉达14次，并多次

贡献代表祥瑞的白象，彰显了中

国与柬埔寨友好关系的赓续

发展。

总体来看，古代历史上中国

与柬埔寨的政治交往与经贸交往

都呈现出和平友好的特点，是中

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平

交往历史的生动体现。与此同

时，中柬之间的政治与经济贸易

交往也促进了文化交流，如扶南

乐舞在唐代就已传入中国，诗人

王维曾写有 《扶南曲歌词五

首》。这些交往极大地促进了古

代历史上中柬两国文明交往的深

度与广度，也充分证明连接中国

与柬埔寨的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

政治与经济交往之路，亦是一条

文化交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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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来顺

德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教育改革与调适

在德国现代化进程中，以两次工业
革命为动能的高速经济和社会发展最引
人瞩目。在这些亮丽的现代化成就背
后，教育的现代化改革和调适起着无法
替代的关键支撑作用。从19世纪初教育
现代化起步到20世纪初成长为世界教育
领先国家，德国的教育改革和调适大致
经历了三个阶段。

19 世纪初普鲁士教
育改革与德国教育体制的
现代转轨

早在17、18世纪，德国教育已经初
露现代化端倪，出现了世俗化、国家化
和大众化的趋势。当时教会学校一统天
下的局面被打破，开始出现兼具普通教
育和职业教育特点的实科中学。大学教
育中除宗教神学课程外，历史、自然科
学和现代语言等日益成为重要学科。一
些邦国开始颁布强制适龄儿童入学的教
育法令，以此推动教育的大众化。

德国教育的现代转轨始于 19 世纪
初。当时受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影
响，德国各邦进行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
社会转型的“大改革”，教育改革就是
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在各邦教育改革
中，又以普鲁士教育大臣洪堡领导的教
育改革最具典型意义。它不仅使军事上
被打败的德国在精神上“筑起抵抗外族
统治的长城”，而且使德国教育开始迈
入先进行列。

洪堡教育改革以教育国家化、大众
化和实用化为指向。一是确立国家对学
校教育的控制权。通过建立从中央内政
部教育司到各省、县教育局的各级教育
管理系统，创立国家考试制度，设置
对升入大学学习、毕业资格和教师能
力的认定考试等，确立国家在教育领
域的权威地位。二是设立三级学校教
育体制。首先，以“教育服务于国
民”为宗旨，推广初等教育。大力发
展师范教育以提高小学师资数量和质
量，同时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减少
宗教神学课程，增设实用知识课程。
其次，整顿各类中学，提升中学教学
质量。一方面规定只有文科中学毕业
生才能升入大学或担任国家官吏，另一
方面建立中学教师合格考试制度，并调
整中学教学计划，削减古典学科和神学
课时，增加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课
程，使课程内容更接近实际生活。最
后，建立现代新型大学。大学一改为教
会输送神职人员和为政府训练高级官员
的传统，将学术研究作为主要任务，使
大学成为研究与教育相结合的机构。
1810 年创立的柏林大学是德国第一所

现代大学，它把研究成就作为评判大
学和学者水平的关键指标。与此同
时，国家保障研究投入和教授高薪待
遇，以此保证学术研究顺利进行。在
教学方面，课程设置也有新取向。神学
课程教学被减少，哲学、法学和医学等
现代应用学科课程增加。柏林大学因此
成为德国学术研究的中心。

改革后的德国教育获得飞速发展。
一是初等教育快速扩张。1816—1848年
间，普鲁士适龄儿童入学率从 60%上升
至 82%。二是中等教育有较大发展。文
科中学学生在 1816—1846 年间增加七
成，以市民子弟为服务对象的实科中学
学生增长更快。三是涌现出波恩大学、
慕尼黑大学等一批以柏林大学为榜样的
新型大学，各高校建立起各种研讨班和
研究所，突出研究与教学的统一，科学
研究成绩斐然。其中，吉森大学的李比
希化学研究所和柏林大学的约翰·缪勒
生理学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就对化学和
生理学发展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

第一次工业革命与德
国教育的调适和改革

如果说19世纪初教育改革是德国教
育现代化的发端，19 世纪 30 年代至 60
年代这一时期则是德国教育现代化的适
应性调整和改革期。其间，第一次工业
革命带来的工业化与教育现代化产生了
良性互动，即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变
化推动着教育发展，教育则不断改革和
调整，以满足对人才和知识的需求。这
一时期德国教育改革和调整主要体现在
以下方面。

初等教育进一步扩张。各邦采取了
一系列具体措施来保证学龄儿童入学
率。到1864年，德国小学教育实际入学
率已达 85%。各邦还加大教师培养力
度。1848—1872年，仅普鲁士的师范学
校数量就从 1848 年的 42 所增至 1872 年
的78所。此外，1853年考试条例还首次
确认女性职业教师资格，女教师开始进
入初等教育师资队伍。

中等教育在扩张的同时，形成了两
大类学校教育格局。一方面，面向大学
教育、以培养精英为目标的文科中学数
量增加近一倍，而面向社会实际需要、
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目标的实科中学和
市民学校等“非正规”中学也迅速发
展，学生人数翻了一番。另一方面，实
科中学等的教学内容设置进行紧跟社会
发展需要的调整，加大了现代语言、数
学和自然科学课程比重。此外，这一时
期以增加文化教养和培养小学教师为目
标的女子学校开始兴盛。1850年普鲁士

已经有380多所女子学校。
直接服务于社会生产和技术教育的

专业技术学校等应运而生。19世纪20年
代中期以后，卡尔斯鲁厄、斯图加特、
慕尼黑等地先后建立起技术教育学校，
主要用于培训工厂主、工程师等。19世
纪30年代以后，因应工业革命需要，技
术学校学生人数迅速增加，四五十年代
的增长尤其迅速。到 19 世纪 50 年代，
许多技术学校毕业生已经成为工业界的
技术领导和骨干。

大学教育在调适中进步。19世纪30
年代后，因各大学坚持“纯”学术观
念，无法满足社会生产对工业实际应用
技术的需要，与社会需求脱节，在读学
生人数一度出现萎缩。为此各大学纷纷
调整院系规模，以适应社会对人才培养
的需求。结果，神学类专业学生明显萎
缩，法学、医学等学生人数却保持适度
增长。其中，哲学学院设立自然科学类
专业，学生人数增长最快。此外，这一
时期大学人才培养模式也出现了以培养
高层次研究型人才为目标的教学与科研
紧密结合的转向。以化学领域为例，到
19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化学工业迅速
发展，大学中普遍建立起化学实验室，
培养了大批量社会急需的化学博士。

第二次工业革命让德
国成为教育领先国家

19世纪六七十年代至20世纪初，德
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基础上迅速转入第
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教育领域也亟须调
适和改革，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教育
提出的新要求。

这一时期的初等和中等教育变化主
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普及小学教育
有了实质性进步。1890年左右，文盲率
已经下降到 1%以下。二是中学教育有
新变化。一方面，各类中学数量激增，
在校中学生数量较之前增长一倍以上。
另一方面，原先仅文科中学毕业生有资
格进入大学学习的规定被打破。1901
年，更关注现代学科和现实需要的实科
中学和高级实科学校毕业生也获得了进
入大学学习的权利。所不同的是，三类
中学毕业生在选择进入大学学习时有一
定差别。文科中学毕业生可以进入大学
任何系科和专业学习，实科中学毕业生
只能学习现代语言和自然科学，高级实
科学校毕业生只能进入技术高校等学
习。此外，教学结构和内容也进行了调
整。重视古典语言的文科中学增加了自
然科学和数学等课时量，实科中学和高
级实科学校则将更多课时放到现代语
言、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

上。三是职业技术教育出现新形式。为
满足工业化对劳动者技能和素质要求的
不断提高，出现了以企业徒工实习车间
和厂校为模式的封闭性职业培训。徒工
实习车间由一些企业专门建立，进行实
践性培训，厂校主要进行理论培训。此
外，这一时期职业技术教育开始出现与
新建立的高等专科学校接轨趋势。

这一时期最大的变化是大学教育的
调适。一是大学办学规模扩大。在校大
学生人数一改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下降
和停滞状态，呈现高速增长。二是大学
学科结构调整。综合性大学各学科学生
规模消长不一。神学等学科学生人数进
一步下滑，拥有人文和自然科学各专业
的哲学学科学生人数大幅增加，上升至
首位。法兰克福大学等新创立的综合性
大学还突破传统学科设置模式，增添自
然科学、经济学等新学科，以适应德国
现代化发展需要。三是创办商业高等学
校和技术高等学校等新型高校。商业高
等学校是经济繁荣的产物，出现于19世
纪末20世纪初，莱比锡、柏林、慕尼黑
等各中心城市是其所在地。技术高等学
校多数从早期的综合科技学校、技术专
科学校发展而来，主要培养工业经济中
专门性人才，设置有建筑、机械或机械
制造、化学、冶金、数学甚至农学等
系。四是人才培养模式变化，形成了以
研究实验室为平台，推进教学与科研结
合，培养高层次研究型人才的模式。五
是各大学直接与生产前沿挂钩，在“研
究和教学统一”原则下成为“各种研究
的中心”。达姆施塔特高等技术学校的
电技术讲座、慕尼黑高等技术学校的机
械技术实验室等，都成了技术研究和产
出的平台。六是经费投入大幅度增长。
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等大学经费预算
在1870年到1910年间增长4倍以上，其
中研究经费支出占比达50%以上。

以上教育的适时性改革和调适，为
德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急需的人才和科
技支撑。对此德国宰相俾斯麦曾感慨地
表示，“有学校的国家才有未来”。到20
世纪初，德国已经成为教育领先国家。
它的中小学教育成了周边国家学习仿照
的榜样。其大学教育的影响更是外溢至
大西洋彼岸。在美国，不仅涌现出康奈
尔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等一批
德式大学，甚至哈佛大学等也曾仿照德
国大学办学模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作者系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


